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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经济平稳增长与能源成本最优，本文构建了以经济动力学模型与能源成本最优控

制的耦合建模，对比分析了有无碳排放目标的中国能源成本和能源技术发展的演化趋势． 模
型模拟的结果发现: 1) 若单纯从经济利益上考虑，按成本最优的能源结构发展，煤炭仍将是中
国最主要的能源供给方式． 2) 经济平稳增长的路线下，排放总量约束势将带来碳高峰值的显
著下降，但对碳高峰出现的时间影响有限． 3) 若要实现碳减排，煤炭占比显著下降; 而天然气、
石油在非电力能源中的占比增加; 在电力能源中占比基本保持不变． 4) 考虑成本与减排目标，
水电将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电力能源． 5) 化石能源价格的增长以及新能源发电技术的学习效
应将刺激新能源发电技术的发展，并逐渐取代火力发电． 6) 边际减排成本随着减排力度的增
加而增加． 若要实现高减排目标，在不考虑 CCS技术的情况下，中国的边际减排成本很高． 因
此，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特点也决定了未来有限的减排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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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恶化，我国快速增长的

碳排放趋势也日益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 中国作
为负责任的大国也在降低碳排放上做着积极的努

力． 在 2009 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中国就
制定了到 202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较 2005 年降
低 40%― 45%的目标．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
又提出了具体的减排目标，在规划期内要使单位

GDP能耗降低 16%，碳排放强度降低 17% ． 然
而，如何实现减排承诺，是政府间国际谈判的关键

所在．
IPCC的综合评估报告认为，化石燃料的使用

是造成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
主要原因［1］． 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2］，就曾

根据我国国家发展规划与科技研发进展，提出了

应对持续增加的 CO2 减排压力的八条途径． 其中
指出，改善能源结构调整成为我国减排 CO2 的最

理想的途径． 田立新和张蓓蓓［3］基于费雪指数
法，郭朝先［4］基于 SDA分解法得出能源消费是碳
排放的主要来源，如果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未发

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碳排放将难以得到抑制．

可以发现，改善能源结构是我国减少二氧化

碳最理想的途径． 因此，本文重点研究能源结构
变化对于气候减排的作用与影响． 意在寻求碳排
放控制约束下我国能源结构的演化趋势以及各能

源技术发展对减排的贡献．

对于能源和气候减排政策的研究，按照建模

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以传统经济学模型为基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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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现经济与能源消费以及向气候模型延伸的自

顶向下模型( top-down) 、以工程技术模型为出发
点，对能源消费及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为基

础并向气候环境演化的自下而上模型( bottom-
up) 和将这两类模型信息进行耦合和互补的混合
能源模型( hybrid model) ．
自顶向下模型从传统经济理论出发，以国民

生产部门为基础，善于考察人口、资源与宏观经济
之间的关系，尤其适用于宏观经济政策、气候政策
以及能源规划方面的研究． 其中以可计算一般均
衡模型( CGE) 为典型代表，这种模型是以瓦尔拉
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着重描述经济系统中各

部门的行为特征，将能源产品当成与资本、劳动一
样的生产要素来处理［5，6］． Weyant［7］将温室气体
排放模块引入到传统 CGE模型中，使之具备了研
究气候政策下碳排放预测、排放限值对经济系统
影响等气候相关问题的能力． 然而这一类模型对
能源部门的描述相对简化，无法细致考虑多种能

源技术的各自发展特征以及相互替代行为，无法

解释减排是通过哪些技术实现，是该种模型的一

种缺陷．
另一类模型，例如国际上的 MAＲKAL、MES-

SAGE、EFOM、MEDEE、LEAP［8 － 13］等都属于自下

而上的技术经济优化模型，这一类模型通常基于

多目标规划的运筹方法，从而实现能源供给和需

求预测，可以充分反映各能源相关部门现有的技

术水平及未来技术的选择，了解技术进步对未来

能源和环境排放的影响，但对于经济系统刻画则

显得不足．
可以发现自顶向下模型和自下而上模型各有

优势和不足，在模型构架上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补

性，混合能源模型则是将这两种结构的模型对接

起来，从而达到这两种模型的信息共享和融合，兼

顾了模型的宏观经济信息和微观技术信息，使得

模型更加可靠．
国内方面，对于气候减排，中国的学者拓展了

不少的能源模型，特别是自顶向下模型． 朱永彬
和王铮［14］建立的最优经济增长模型，能平衡能源

消费与经济增长，从宏观的角度在平稳轨道上预

测能源消费，但却缺少能源技术的扩展． 沈可挺
等［15］、庞军和邹骥［16］、周晟吕等［17］、石敏俊等［18］

应用 CGE模型研究了碳税对于能源结构及减排

的影响． 虽然划分出能源部门，但对能源技术进
步的表现依然欠缺，且采用的动态递归的机制相

对简单，并不适合做长期的动态模拟． 另一方面，
陈文颖等［19］虽然建立了中国的 MAＲKAL-MAC-
ＲO混合模型，可惜的是宏观经济模块中，经济产
出只是简单的外推． 中国能源环境综合政策评价
模型( IPAC) 其中包括能源与排放模型、环境模型
和影响模型三个部分且各模型间有较好的反馈机

制，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在将模型进行了细化和扩

展后，更多的技术信息反映在模型中，也因此会导

致模型参数数量的大幅上升，使得模型的稳态结

果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得到，甚至无法获得稳态结

果［20］． 因此，本文以能源供需均衡为连接，建立
最优经济增长模型与动态能源优化模型的耦合模

型，保证经济增长与能源投入之间的动力学机制，

综合考虑各能源技术间的替代作用与技术成本对

能源演化的影响，并以此寻求在最优平稳增长路

径下，成本最小的能源结构演化路径以及减排目

标下的我国能源结构的演化趋势．

1 模型与数据

1． 1 模型
1． 1． 1 能源消费模块
对于能源消费模块，采用朱永彬和王铮［14］的

经济动力学模型． 该模型确定了在保持经济平稳
增长时，由能源强度确定的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

大的增长率． “平稳”维持了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
平衡，从而不会因为需求不足或需求过大引起经

济危机．
其生产函数是将能源、资本、劳动力三种生产

要素一起引入的

Y( t) = A0e
vtK ( t) αE ( t) 1－αL ( t) γ，
0 ＜ α ＜ 1 ( 1)

式中 Y为经济总产出，E、K 和 L 分别为能源投
入、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 A0 为初始全要素生

产率水平，v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速度，反映
技术进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α 与 γ 分别为资
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能源强度 τ为生产一单位经济产出所需要投

入的能源量，即能源投入 E与经济产出 Y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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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t) = E( t)
Y( t) ( 2)

在保持经济与人口平衡的平稳增长轨道上，拉

姆齐( Ｒamsey) 效用最大化时可以求出最优增长
率 g［20］．

g( t) = n － ρ + δ( )σ
+ 1 [σ
［1 － θ( t) τ( t) ］×

( A0exp( νt) )
1
α τ ( t)

1－α
α L ( t) ]γ

α ( 3)

由能源强度 τ及最优增长率 g确定的产出 Y再反
推能源消费量 E ．
1． 1． 2 能源供给模块
对于本文所构建的能源供给模型主要技术途

径是以能源系统的总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优化模

型，对不同能源供应及利用的经济成本( 包括投

资成本和运行成本) 经过贴现后进行对比，以系

统总成本最小的组合作为模型的优化解． 最终选

择是使得所选择的技术组合将整个能源供应系统

在满足能源需求的前提下成本最小，因此，重点关

注的是不同能源技术的替代性及成本变化．
因替代弹性参数能较好地反映能源技术之间

的相互替代关系． 因此本文对于各能源技术间采
用常替代弹性函数( CES) 进行复合，来刻画各能
源技术之间的相互替代作用［21］．

对于具体的能源生产技术，采用两层嵌套形

式． 首先，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非电力能源
投入，考虑到不同的化石能源间存在着一定的替

代弹性，这里采用 CES 的函数形式进行复合; 同
样地，利用 CES 函数，将燃煤发电、燃油发电、燃
气发电、核电、风能发电、水电及太阳能发电复合
为电力能源． 最后，对非电力能源及电力能源投
入进行 CES 加成，得到总能源，如图 1 的能源结
构图所示．

② 因 CCS技术尚不成熟，此文暂不考虑 CCS技术．

图 1 能源结构复合图②

Fig． 1 Layer structure of energy technology in the energy sector

其中，各能源复合形式可表示为

EEN = AEN·( λELEEL
ρ
EN + λNELENEL

ρ
EN)

1
ρEN，

λEL + λNEL = 1 ( 4)

EEL = AEL·(∑λELjEELj
ρ
EL)

1
ρ
EL

∑
j
λELj = 1 ( 5)

这里，j = coal_fired，gas_fired，oil_power，nuclear，
wind，hydropower，solar．

ENEL = ANEL·(∑λNELfENEL f
ρ
NEL)

1
ρ
NEL

∑
f
λ = 1，f = coal，oil，gas ( 6)

式( 4) 中，EEN为总能源供给量，EEL为电力能源供给

量，ENEL 为非电力能源供给量，AEN、λEL 和 λNEL 分别

代表规模系数以及电力能源、非电力能源的份额参
数． ρEN为非电力能源及电力能源间的替代弹性参数

( 替代弹性为
1

1 － ρEN
) ． 式( 5) 中的各电力技术分别

代表燃煤发电、燃气发电、燃油发电、核电、风能发
电、水电以及太阳能发电． 式( 6) 中的非电力能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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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煤、石油、天然气．
首先考虑化石能源技术的演化，关于化石燃料

价格，本文所采用的观点为 Nordhaus［22］的观点，认为
化石能源作为可耗资源，其总量是一定的，并且，随

着逐年消耗，其成本会不断上升，因而，对于化石能

源成本 Pf ( t) 的演化，如式( 7) ～ ( 9) 所示．

Pf ( t) = χf ( t) + πf［Qf ( t － 1) / Q
－

f ( t) ］ψf ( 7)

Qf ( t － 1) = Qf ( 0) +∑ t－1

0
Xf ( t) ( 8)

Qf ( t + 1) = ( 1 + η) Qf ( t) － Qf ( t) ( 9)
在式( 7) ～ ( 9) 中: χ f 表示除燃料成本之外的所有
其他成本． 包括: 交通成本、分配成本以及能源税
收成本等，并假设这些外部成本是不随时间变化

的常数． πf，ψf 为弹性参数; Qf 及Q
－

f 分别表示累

积开采量及剩余储量． Xf 为化石能源消费量． 外
生参数 η为剩余储量的变动率．
对于每一种电力技术 EEL j，电力生产需要 3

种要素投入的固定结合: 1) 装机容量KD，2) 运行
维护费 O＆M，3 ) 燃料的消耗 X ． 由于这三种投
入之间无法进行替代，因此需采用 Leontief 形式
复合

EEL j
( t) = min{ μ jKDj ( t) ; τ jO＆Mj ( t) ;

ξ jXj ( t) } ( 10)
式中，为了考察这三种投入对电力生产的影响，加

入技术进步参数 μ j，τ j 及 ξ j ． μ j 即为设备利用效

率，( TW转为 TWh) ，此参数考虑了诸如风能发电
及太阳能发电相对较低的设备利用效率． τ j 的意

义在于区别了每单位电能需要的运行维护费用，

诸如核能产生运行维护费用相对很高． ξ j 代表生
产每单位电能所需的化石能源燃料量，即将燃料

转化为电能的效率，对于核电、水电、风能发电及
太阳能发电不存在化石燃料消耗．
因此，对于电力能源总成本 CELtot 是由装机投

资 CI 、运行维护费用 COM 及电力生产对应所需的

化石燃料成本 CF 三项构成． 如式( 11) 所示
CELtot = CI + COM + CF ( 11)

CI =∑
j
Ij，COM =∑

j
OMj，CF = ∑

j
Pj·Xj

CF 中，j = coal_fired，gas_fired，oil_power
学习是技术进步的内在驱动力［23］． 因此，本

文的技术成本是通过学习曲线将内生技术变化引

入． 对于发电技术 j，他所对应的装机成本 SC 可
以表示为

SCj ( t) = BjKDj ( t)
ln2PＲj ( 12)

其中 PＲj 为进步率( progress rate) ，即用来鉴定技
术学习和进步成就的百分率． 也就是累积装机容
量翻倍时成本的下降幅度，Bj 可理解为 j 技术初
始的装机成本． 装机容量的累积过程可以表示为

KDj ( t + 1) = KDj ( t) ( 1 －δ j ) +
Ij ( t)
SCj ( t)
( 13)

式( 13) 中，δ j 为装机折旧率，此处装机投资 Ij ( t)
根据边际装机容量产出做最优投资选择．
由此总能源供给成本为

Ctot = ∑
f
( Pf，tXf，t ) +∑

j
( OMj，t + Ij，t ) ( 14)

其中 Xf 为一次化石能源消费总量．
考虑碳排放总量控制及能源供需约束

s． t．
EEN ≥ EEN

∑
f，t

κfXf，t ≤ E{
m

( 15)

EEN 为能源总供给量，EEN 为能源总需求量． 碳排
放主要来源是化石能源的使用，设 κf 为化石能源

碳排放系数，也就是单位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

量，∑
f，t

κfXf，t 即累积碳排放量，Em 为碳排放控制

总量，由外生给定．
考虑折现率 r，在此条件下可得到最小能源

总供给成本③．

min C = ∑
t2

t1

Ctot ( t) ·( 1 + r) ( 1－t) ( 16)

1． 2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化石能源数据主要来源为中国

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GTAP 数据库以
及 EIA官网． 电力能源数据来源于电力统计年报
数据一览表以及 IEA，NEA数据［24］．

2 模拟结果与分析

由式( 3 ) 得到最优平稳增长下的 GDP 增长
率，能源强度由历史数据指数拟合得出． 再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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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可以得到能源消费量 Et ，其累积值即为式

( 15 ) 中总能源需求量 EEN． 由此可以得到在保
证经济最优平稳增长状态下的满足能源消费成

本最优的动态能源结构演化趋势及碳排放

趋势．
对于具体模型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能源优化模型流程图
Fig． 2 Model diagram of the optimization of energy mix

2． 1 无碳排放约束情景
在经济最优平稳增长下获得能源消费量后，

由动态能源优化模型得到能源经济成本最小下的

碳排放情景． 由图 3 所示．

图 3 平稳路径上最优成本下( 黄金增长路径) 的中国碳排放量
Fig． 3 Carbon emission pathway in China under the cost effective and balance growth condition

由图 3 可以看出在成本最优的目标下，中国
产生碳排放量较大，2010 年至 2050 年碳排放总
量为 139 262． 7MtC，碳高峰发生在 2032年，峰值为
3 990． 48MtC约为 2010年 1 990． 39MtC的两倍，这个
值相比于人均排放权均等原则下 2008年― 2050年
获得的 500ppm浓度碳排放配额［25］要高出很多． 与
王铮，朱永彬［20］的碳峰值 2 637 MtC相比，相差也

较大，这是因为在能源成本最小的条件下，中国将

大量使用煤造成的． 可见，若单纯从经济利益上
考虑，按成本最优的能源结构发展，势必会对气候

及环境造成严重影响，难以完成减排目标．
碳排放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化石能源的使用所

得，在最优成本下获得的 2010 年― 2050 年的化
石能源结构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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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无碳排放约束下中国化石能源结构的演化趋势
Table 1 Fossil energy mix trend without constraint of emission budget ( Mtoe)

非电力 电力

煤 天然气 石油 煤 天然气 石油 化石能源总量

2010 1 046． 9 86． 1 217． 5 856． 6 18． 7 9． 0 2 234． 9

46． 84% 3． 85% 9． 73% 38． 33% 0． 84% 0． 40%

2020 1 656． 9 95． 2 232． 0 1 355． 6 27． 1 13． 0 3 379． 8

49． 02% 2． 82% 6． 86% 40． 11% 0． 80% 0． 39%

2030 2 029． 2 95． 3 228． 6 1 660． 2 40． 8 19． 1 4 073． 2

49． 82% 2． 34% 5． 61% 40． 76% 1． 00% 0． 47%

2040 1 892． 5 71． 3 173． 7 1 548． 4 49． 9 22． 9 3 758． 8

50． 35% 1． 90% 4． 62% 41． 20% 1． 33% 0． 61%

2050 1 360． 5 46． 2 115． 9 1 113． 1 39． 4 18． 0 2 693． 0

50． 52% 1． 71% 4． 30% 41． 33% 1． 46% 0． 67%

从表 1 可以看出从化石能源角度来看煤炭在
三种化石能源中的使用仍是占主导地位． 非电力
能源中的使用如此( 供热等) ，在火电中亦是主要

的发电燃料． 2010 年，煤炭在非电力能源中的供
给占化石能源总量的 46． 84%，用于火电发电占
化石能源总量的 38． 33% ． 各化石能源在非电力及
电力上的供给都呈现一种倒 U型的趋势． 其中煤炭
在非电力中的使用高峰为 2032年的 2 039． 7Mtoe，用
于火电发电的煤炭高峰同时发生在 2032 年，峰值
为 1 668． 8Mtoe． 而石油、天然气在非电力能源中
的使用的高峰相对较早，高峰都发生在 2025 年，
其峰值分别为 240． 3Mtoe、99． 9Mtoe． 产生这样的
结果主要还是由于煤炭作为中国的主要能源资

源，价格要比石油、天然气等低廉，且我国石油和
天然气相对稀缺的原因造成的．
将电力能源技术进步以学习曲线的形式考虑

进来，各电力技术的装机成本均有下降，而其中又

以水电装机成本下降得最为明显，可以算得从

2010 年的 2． 93cUSD /KWh( 美分 /千瓦时) 下降到
2050 年的 2． 49cUSD /KWh． 而对于燃料成本而
言，因资源的有限性，燃料成本的上升是迅速的．
2010 年煤电、气电、油电的燃料成本分别为
1. 3cUSD /kWh，2． 5cUSD /kWh，5． 8cUSD /kWh，至
2050 年则分别上升了 5 倍，4． 4 倍以及 4． 5 倍．
装机成本及燃料成本的变动也因此导致了电力结构

的演变趋势，对于具体的电力结构演化如表 2所示．
表 2 无碳排放约束下的电力结构演化趋势

Table 2 Electricity energy mix trend without constraint of emission budget ( 亿千瓦时)

煤电 气电 油电 核电 风电 水电 太阳能发电 总发电量

2010 28 506． 1 786． 2 167． 4 796． 2 446． 3 5 296． 3 8． 7 36 007． 21

79． 17% 2． 18% 0． 46% 2． 21% 1． 24% 14． 71% 0． 02%

2020 50 139． 6 1 488． 5 405． 1 1 305． 5 585． 5 6 177． 8 16． 8 60 118． 8

83． 40% 2． 48% 0． 67% 2． 17% 0． 97% 10． 28% 0． 03%

2030 61 407． 1 2 236． 5 593． 7 2 229． 4 1 009． 1 10 581． 0 28． 9 78 085． 64

78． 64% 2． 86% 0． 76% 2． 86% 1． 29% 13． 55% 0． 04%

2040 57 271． 7 2 735． 4 711． 7 4 010． 0 1 840． 5 19 099． 4 52． 6 85 721． 37

66． 81% 3． 19% 0． 83% 4． 68% 2． 15% 22． 28% 0． 06%

2050 41 169． 7 2 158． 3 560． 7 6 656． 6 4 540． 0 30 159． 4 79． 5 85 324． 32

48． 25% 2． 53% 0． 66% 7． 80% 5． 32% 35． 35% 0． 09%

从电力构成来看，总电力能源呈现的是一种

近乎幂函数的增长方式，但是 2045 年达到峰值随
后略有回落． 煤电仍是未来主要的发电方式．
2020 年煤电占总电力能源占比达到 83%以上，

2032 年煤电发电量达到峰值为 61 724． 0 亿千瓦
时． 随后，因各发电技术存在技术进步，发电成本
减少，其他电力能源代替了部分煤电，在 2050 年
回落至 41 169． 7 亿千瓦时． 同样地，由于资源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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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性，油电及气电发电量也是呈现一个高峰值后

又逐渐回落的过程，其峰值都发生在 2040 年． 总
的来说，火电的各年发电量的变化率变化不大．
由于火力发电存在着化石能源的消耗，并且由于

化石能源的价格上升，发电成本也随之上升的事

实，又对于核电、风电、水电及太阳能发电，这些发
电技术存在经验学习带来技术进步，且本身的装

机成本和煤电相比处于初期阶段因而装机容量增

加，发电成本下降较为容易，因此，这些电力能源

的发电量都是一个逐年上升的过程． 水电在 2050
年的占比达到 35． 35%，核电 7． 80%，这也致使煤
电占比在 2050 年下降至 48． 25% ．
化石能源价格影响着能源供给结构的选择，同

样，能源供给的选择也影响着能源价格． 由式( 7) 算
得均衡状态下的煤、石油、天然气价格可以发现各能
源价格都是一上升的过程，结果如图 4所示．

图 4 无碳排放约束下中国化石能源价格趋势

Fig． 4 Price trend of fossil energy without constraint of emission budget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我国煤炭价格本身较低，
这使得我国的能源结构仍以煤炭供给为主． 随煤
炭的累积开采增加，到 2050 年的煤炭价格将是
2010 年的 4． 6 倍，由 49． 5 美元 / toe 上升到 229． 4
美元 / toe． 石油、天然气价格分别将由 2010 年的
203． 2 美元 / toe、138． 2 美元 / toe上升到 2050 年的
828． 6 美元 / toe、608． 2 美元 / toe． 虽然价格相比
与煤炭仍高出很多，但自身的上升比例要比煤炭

价格上升幅度小，2050 年分别为 2010 年的 3． 9
倍与 4． 0 倍．
2． 2 碳排放总量控制情景
考虑低碳发展要求的因素，本文进行了碳排

放总量减排控制目标的设置． 国际上，虽然很多
国家提出了终期减排目标的方案，如澳大利亚承

诺到 2020 年将在 2000 年的排放水平上减少
5%―15% ; 日本宣布到 2020 年将比 1990 年的排
放水平减少 25% ; 美国宣布到 2020 年将比 2005

年的排放水平减少 17%等［27］的终期减排目标，
但终期排放约束作为控制目标会造成突击完成目

标的现象，因此本文选择碳排放总量控制作为减

排目标． 此目标的设置可以避免发生某些类型的
风险，并针对目标来寻找最具成效性的排放时间

路径，根据我国的自身实际情况，本文设定了在无

碳排放约束下总量减少 10%及 20%的目标，并得
出中国减排情况下的总能源供给成本及能源结构

演化趋势．
在设置总量减排 10%、总量减排 20%的约束

后，每年的碳排放趋势如图 5 所示． 从图 5 可以
看出，即使我国不实行碳排放控制，我国的经济碳

排放过程也满足环境库茨涅茨曲线，这是经济发

展与技术进步的必然过程． 如果我国实现强制性
的总量减排，排放的峰值点只可能稍有提前，这也

是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速度锁定的，应该引起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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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碳排放总量控制下的排放趋势
Fig． 5 Carbon emission pathway in China with the constraint of emission budgets

从图 5 可以看出，控制碳排放总量减少
10%、20%后，碳高峰都是比无排放约束时提前
1 年，发生在 2031 年． 可见控制总量减排不能
很大程度上改善碳高峰的提前发生，碳高峰的

出现还是由能源需求高峰决定． 但碳峰值有了
明显的下降，总量减排 20%的情景下，峰值为
3 164． 87MtC，较 不 减 排 情 景 的 峰 值 减 少
825. 62MtC． 若控制总量减排，可以发现每年的
减排率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总量减排 10%
及 20%时，2050年碳排量相比于无减排约束情景分
别减少 16． 85%和 24． 59%． 同时，2010 年― 2050
年总能源成本将由不减排时的 11． 5 万亿美元分
别上升到 12． 4 万亿美元和 15． 4 万亿美元．
碳排放总量控制后，能源结构也发生着相应

的变化，表 3 和表 4 分别为碳排放总量约束下的
化石能源结构演化与电力能源的结构演化趋势．
因碳排放总量控制约束的存在，从表 3 可以

看出化石能源供给总量也相应比无约束下的有所

减少，由不减排时的 142 767． 46Mtoe 分别减少
8. 4%、15． 8% ． 作为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煤炭
相比于无碳排放约束情景，不仅供给总量减少，且

在非电力能源中的使用高峰将提前两年发生．
2050 年的煤炭在全部化石能源中的占比由不减
排时的 91． 8%下降至 63． 6% ． 因煤炭占比的减
少，带动了非电力能源中石油、天然气等作为替代
能源的增加，若总量减排 20%时，2050 年天然气，
石油将分别上升至 219Mtoe 及 535． 9Mtoe． 分别
是无碳排放约束情景下的 4． 7 倍和 4． 6 倍． 这样

的增长结果也同时造成了这两项能源价格上升迅

速，这也是电力能源中，煤炭使用的减排并不由气

电及油电代替的原因．
表 4 所示的电力结构中，由于减排的需求，初

年的电力投资将会有所增加，不减排时，2010 年
的电力投资额为 767． 9 亿美元． 总量减排 10%
时，增加到 865． 1 亿美元，若总量减排 20%，初年
的电力投资额为 1 007． 8 亿美元． 可见，若要实现
减排，需初年加大对电力的投资． 虽然煤碳发电
量仍是呈现一个倒 U 型的趋势，但煤电占比呈现
的一直是一下降的过程，并且下降速度逐年增大．
总量减排 10% 的情景下，2030 年煤电占比为
71. 42%，2050 年煤电占比减至 36． 63% ． 若减排
20%，2050 年的煤电占比将仅为 27． 28% ． 通过
模拟还可以发现总量减排约束下气电和油电的发

电量占比无约束情景下相比基本无差别，占比变

动都小于 0． 1% ． 这与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供应
受到资源限制也是相符的． 由于非电力能源中石
油天然气的使用增加，能源价格也相应上升，从而

促使其替代能源的发展，特别是水电，占比将明显

增加，并将超越煤电成为发电量第一的发电技术．
核电也将得到较快的发展，减排的约束条件下，

2050 年的占比将达到 10%左右． 其他可再生能
源发电技术也有相应增加． 可见，对于碳减排，减
少煤炭发电，加快核电、水电发展，发展新能源是
必不可少的．
由于总量减排的约束，能源价格也发生着相

应的变化，各能源价格的变化趋势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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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总量减排约束下中国化石能源结构的演化趋势
Table 3 Fossil energy mix trend with the constraint of emission budgets ( Mtoe)

非电力 电力

煤 天然气 石油 煤 天然气 石油 化石能源总量

2010
总量减排 10%

总量减排 20%

942． 0 104． 5 254． 4 770． 7 14． 3 5． 4 2 091． 3
45． 04% 5． 00% 12． 17% 36． 85% 0． 69% 0． 26%
942． 0 109． 4 250． 9 770． 7 14． 3 5． 4 2 092． 7
45． 01% 5． 23% 11． 99% 36． 83% 0． 69% 0． 26%

2020
总量减排 10%

总量减排 20%

1 485． 1 118． 3 276． 7 1215． 1 32． 5 15． 3 3 142． 9
47． 25% 3． 76% 8． 80% 38． 66% 1． 03% 0． 49%
1 201． 0 185． 8 410． 8 982． 6 39． 1 18． 0 2 837． 3
42． 33% 6． 55% 14． 48% 34． 63% 1． 38% 0． 64%

2030
总量减排 10%

总量减排 20%

1 755． 7 142． 1 322． 6 1 436． 5 48． 2 22． 2 3 727． 3
47． 10% 3． 81% 8． 66% 38． 54% 1． 29% 0． 60%
1 404． 7 241． 2 522． 4 1 149． 3 53． 5 24． 2 3 395． 3
41． 37% 7． 10% 15． 39% 33． 85% 1． 58% 0． 71%

2040
总量减排 10%

总量减排 20%

1 560． 3 143． 9 326． 3 1 276． 6 53． 9 24． 4 3 385． 3
46． 09% 4． 25% 9． 64% 37． 71% 1． 59% 0． 72%
1 221． 2 260． 1 576． 4 999． 2 52． 8 23． 8 3 133． 5
38． 97% 8． 30% 18． 40% 31． 89% 1． 69% 0． 76%

2050
总量减排 10%

总量减排 20%

1 006． 1 131． 6 314． 9 823． 2 39． 5 18． 0 2 333． 4
43． 12% 5． 64% 13． 50% 35． 28% 1． 69% 0． 77%
775． 3 219． 0 535． 9 634． 4 36． 6 16． 6 2 217． 9
34． 96% 9． 88% 24． 16% 28． 60% 1． 65% 0． 75%

表 4 总量减排约束下的电力结构演化趋势
Table 4 Electricity energy mix trend with the constraint of emission budgets ( 亿千瓦时)

煤电 气电 油电 核电 风电 水电 太阳能发电 总发电量

2010
总量减排 10%

总量减排 20%

28 506． 1 786． 2 167． 4 796． 2 446． 3 5 296． 3 8． 7 36 007． 2
79． 17% 2． 18% 0． 46% 2． 21% 1． 24% 14． 71% 0． 02%
28 506． 1 786． 2 167． 4 796． 2 446． 3 5 296． 3 8． 7 36 007． 2
79． 17% 2． 18% 0． 46% 2． 21% 1． 24% 14． 71% 0． 02%

2020
总量减排 10%

总量减排 20%

44 940． 8 1 780． 0 476． 1 1 660． 7 744． 4 7 889． 9 21． 3 57 513． 3
78． 14% 3． 09% 0． 83% 2． 89% 1． 29% 13． 72% 0． 04%
36 343． 0 2 142． 8 560． 4 2 229． 7 1 000． 7 10 631． 9 28． 7 52 937． 3
68． 65% 4． 05% 1． 06% 4． 21% 1． 89% 20． 08% 0． 05%

2030
总量减排 10%

总量减排 20%

53 130． 5 2 641． 3 689． 9 2 877． 7 1 302． 0 13 716． 2 37． 3 74 394． 9
71． 42% 3． 55% 0． 93% 3． 87% 1． 75% 18． 44% 0． 05%
42 508． 8 2 933． 9 753． 2 3 834． 5 1 736． 1 18 352． 5 49． 6 70 168． 6
60． 58% 4． 18% 1． 07% 5． 46% 2． 47% 26． 15% 0． 07%

2040
总量减排 10%

总量减排 20%

47 218． 1 2 953． 3 758． 7 4 993． 1 2 292． 0 23 861． 1 65． 5 82 141． 7
57． 48% 3． 60% 0． 92% 6． 08% 2． 79% 29． 05% 0． 08%
36 956． 9 2 896． 3 739． 1 6 377． 3 2 936． 1 30 560． 1 69． 71 80 535． 4
45． 88% 3． 60% 0． 92% 7． 92% 3． 65% 37． 94% 0． 10%

2050
总量减排 10%

总量减排 20%

30 447． 8 2 168． 3 558． 3 8 016． 7 5 577． 0 36 274． 9 79． 5 83 122． 6
36． 63% 2． 61% 0． 67% 9． 64% 6． 71% 43． 64% 0． 10%
23 463． 3 2 008． 0 517． 2 9 700． 2 8 244． 6 41 989． 6 92． 75 86 015． 7
27． 28% 2． 33% 0． 60% 11． 28% 9． 59% 48． 82% 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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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总量减排约束下中国化石能源价格趋势
Fig． 6 Price trend of fossil energy with the constraint of emission budgets

由图 6 可以发现，因煤炭的使用减少，煤炭的
价格相比与不减排时要低． 若总量减排 10%，到
2050 年，煤炭价格为 204． 5 美元 / toe，是 2010 年
的 4． 1 倍; 总量减排 20%时，煤炭价格为 174． 8
美元 / toe，是 2010 年的 3． 5 倍． 而在碳排放总量
约束下的天然气和石油价格都要比不减排时上升

不少，总量减排 10%时分别为 2010 年的 5． 1 倍
及 5． 8 倍． 若总量减排 20%，天然气及石油的价格
更是上升到 2010年的 7． 0倍和 9． 1倍． 这样的上升
趋势与我国本身的能源结构特点也是相符的，由于

我国石油、天然气储量有限，会导致石油、天然气能
源高价格的产生． 因此，若想在减排的同时控制总能
源成本，能源价格如何控制是需纳入考虑的．

3 结束语

本文在保证经济平稳增长与能源成本最小的

基础上建立了耦合的能源最优控制模型． 分析了
中国能源成本和能源技术发展的演化趋势，并就

有无碳排放约束设置情景模拟，为政策制定者提

供一些参考．
主要的研究结果如下: ( 1 ) 若单纯从经济利

益上考虑，按成本最优的能源结构发展，煤炭仍是

中国最主要的能源供给方式，这也因此带来了较

大的碳排放． ( 2) 在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路线下，
总量减排的约束势必会造成碳高峰值势下降，但

对碳高峰出现的时间并没有多少提前作用． ( 3 )
在保证总能源需求量的前提下，若要实现碳减排，

必须减少煤炭在能源中的占比． 而天然气、石油
在非电力能源中的占比增加，但在电力能源中占

比基本保持不变． ( 4 ) 在减排约束下． 我国发展
最快的电力能源为水电． ( 到 2050 年若要达到总
量减排 10% 的目标，水电将占全部发电量的
43. 64% ; 若要达到总量减排 20%的目标，水电将
占到全部发电量的 48． 82% ． ) ( 5) 化石能源价格
的增长以及其他电力技术的学习效应可以驱使非

化石电力能源逐渐将取代火力发电． ( 6 ) 边际减
排成本随着总量减排的增加而增加． 在最优平稳
增长下，总量减排 10%的边际减排成本为 40 美
元 / tC，总量减排 20%的边际减排成本为 140 美
元 / tC． 可以推断，若要实现高减排率，在不考虑
CCS等 CDＲ( carbon dioxide removal) 二氧化碳去
除技术的境况下，中国的边际减排成本将是非常

高的，不能不说，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特点也

因此决定了未来有限的减排空间． 这对中国来
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实际上经济过程可能存在波动，也可能出现

不平稳情况． 对于经济波动情况，经济的平稳性
保障了在平衡点附近的波动的稳定性，所以本文

给出的最优路线仍然是可信的． 在一定情况下，
经济增长不平稳，这可能意味着发生经济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不能恢复平稳增长，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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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经济恐慌，这时世界很可能暂时置碳减排于不

顾． 本文给出的最优减排路径将不确定，但经济
危机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正如 IPCC报告显示的，

应对气候变化是不考虑经济危机的． 如何考虑经
济危机下的减排策略，需要经济科学对经济危机

理论的突破． 本文暂不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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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st-effective path of energy mix evolution for China under the emissions
bud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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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dices of herding behavior and market volatility based on multifractal
spectrum． Employing the nonlinear Granger causality test proposed by Diks and Panchenko and the cross-cor-
relation coefficient proposed by Zebende，we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linkages between herding behavior and
market volatil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ding behavior and market vol-
atility in the Shenzhen stock market is nonlinear，rather than the simple linear linkage． The correlations and
causal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herding behavior and market volatility are largely different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Specifically，before the reform of the shareholders in 2005，herding behavior
and market volatility could not affect each other．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5 － 2007，herding behavior had posi-
tive effects on market volatility． However，after 2008，herding behavior had negative effects on market volatili-
ty，meanwhile market volatility also had negative effects on herding behavior． This new finding indicates that
herding behavior does not always result in“positive feedback”effects as claimed in conventional studies and
“negative feedback”effects are present sometimes．
Key words: energy model; energy structure; carbon emission; clinate policy; optim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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